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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十七世紀臺灣西海岸自八掌溪以南因受沙汕的影響而形成若干個內海，其間最大的

內海位在臺南，就叫做「臺江」。其臨外海有一細長的沙洲，沙洲 中處處都有潮汐口，

這些潮汐口因為受到潮流及風浪的影響，漂沙移徒非常發達，致時塞時開，位置不定，

因此各沙汕的面積和幅度的寬窄、長短以及各沙汕間的距離和方位，變異既速又大。而

潮汐口經潮流和風浪衝擊的結果，漂沙一旦流開，即自然濬深成為船舶進出的良好港

道，若其內海裡適有較深的碇泊處所則成為良港。既有了良港，則其附近就會形成港埠，

或成為兵家必爭的軍事要塞之基地。反之，則良港亦可能為之淤淺閉塞，潮汐口也會因

聚沙而形成陸地相連的沙洲，則原有的港道就會消失。所以，十七、十八世紀臺灣西部

沿海港道經常變動，鹿耳門就是一典型的例子。 

據明萬曆三十年十二月（一六○三年元月）隨沈有容剿倭來臺的陳第所撰《東番記》

云：「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彭湖外洋海島中，起魍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

狗嶼、小淡水、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1）可見當時還沒有「鹿

耳門」港道，至少也還不是重要港道，故沒有加以記載。但是，荷蘭人據臺後所繪製的

海圖和地圖，便開始繪記其位置及名稱，顯示當時已有船隻進出這條水道了；永曆十五

年（一六六一年）鄭成功更利用這條水道進入臺江而光復臺灣。大約在鄭成功進入臺灣

後不久，鹿耳門港道因受潮流濬深成為良好的港道，同時期在安平島的大員港卻因漂沙

淤塞，遂使鹿耳門港變成入臺第一港道，且成為府城的咽喉要塞，兵家必爭的重地。從

此，府城的軍事、經濟、政治、交通都以此為屏障。 

入清以後，因受積沙的影響，臺南一帶的海岸線逐漸向西延伸，海岸一帶的地殼也

逐漸隆起。最嚴重的是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曾文溪洪水泛濫，臺江內海受到大量泥

沙之淤填浮成陸埔，鹿耳門終於失去了港灣的機能，也失去了它的天險，從此成為廢港；

郡城附近的臺南也因為失去了重要屏障的依靠，而逐漸失去臺灣首邑的地位。 

有關鹿耳門的研究，前人確有相當多的論述，其中較重要的有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出

版的《臺南文化》第七卷第三期之〈鹿耳門專輯〉，由黃典權、許丙丁、高崇煦、賴建

銘、林鶴亭、韓石爐、江家錦、郭水潭、朱鋒、王呈祥等執筆，就鹿耳門的名稱、遺址、

港道位置與變遷等分別加以考證，內容非常精彩；專書則有盧嘉興的《鹿耳門地理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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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對於鹿耳門的研究貢獻很大。這些論著對本文的研究也提供相當的助益，但觀其

內容，大多偏重於鹿耳門的地理演變及考證古鹿耳門的真正位置，對於這一海門天險的

海防設施──? 臺的建置及其演變，則乏人做深入的探討。事實上，從一座? 臺的創建、

擴建與改建，或遷建，或廢棄，亦可觀察出? 臺所在地之地理變遷及其地位之變化與影

響，本文即意欲嘗試從荷據時期繪製的地圖、清代的輿圖及相關的文獻史料來分析鹿耳

門何以成為臺郡第一天險？並且從鹿耳門? 臺的創建、改建、擴建與廢棄等演變來觀察

它與臺郡的互動關係。 

 

?、鹿耳門? 臺建置始末 

 

一、荷據時期的鹿耳門：一個大的潮汐口 

臺灣最早的府志：蔣毓英的《臺灣府志》稱「鹿耳門，形如鹿耳」（2），可見是以形

貌取名，而觀之輿圖所繪，確有幾分類似鹿耳。這處因鄭成功率師復臺由此進入臺江而

名垂青史的港道，在十七世紀剛開始（即明萬曆三十年）的時候，中國的志書尚無它的

記載。但是，荷據時期荷蘭人所繪製的海圖和地圖，已開始有「鹿耳門」的記載；因此，

要瞭解鹿耳門的形成，就必須仰賴荷蘭人所繪製的地圖。 

十七世紀的西歐人能順利來到東亞拓展貿易，擴展其殖民地，發達的航海技術是最

大的因素，而航海須賴詳實精確的海圖。因此，西歐對於海上測量要求特別精細，所以

荷蘭人要從澎湖撤遷到大員（即今安平）時，就曾經實測繪製由澎湖至大員等地的海圖，

佔據大員之後，更測繪附近若干的地圖。這些海圖與地圖也就提供了研究「鹿耳門」最

原始及最具價值的史料。 

據荷蘭國立海牙檔案收藏西元一六二四至二五年間舵手 Heyndrick Ariensen所測繪

之〈大員等地之海圖〉（3），圖中繪明北線尾及大員島，但並沒有「鹿耳門」的標示；而

Heyndrick Ariensen同時測繪的另一幅〈澎湖至大員島、港、堯港等地之海圖〉（4）中，則

雖然已記有「普羅民遮街」、「城堡」、「大員」、「黑砂丘」、「魍港」、「堯港」等，但仍沒

有標示「鹿耳門」，據此可知，當時還沒有這一港道。 

但是，到了大約西元一六四○至五○年間就有了顯著的變化。根據這個期間荷蘭人

所測繪的一幅〈Zeelandia 市等地之海圖〉（5），荷人已經在北線尾島的中部稍稍偏南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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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繪一堡壘，標明 Reduit Zeeburigh（方形海堡），又在島之北端，標示 Lacjemue（鹿耳

門），據圖可見到北線尾島的北方有一非常發達的沙洲暗礁，與北線尾島間形成一條水

道，標示著 Tgat van Lacjemue（鹿耳門溝口或峽口），這是文獻史料上最早有關「鹿耳

門」的記載。雖然鹿耳門溝是當時比較少用的水道，但是中國人已經在這條水道南邊的

岸上建立了一處小漁村，這表示此地的重要性已逐漸地提高。不過，由於來到臺灣與荷

蘭人通商貿易的中國船或日本船，大多由北港道與南港道這兩條水道出入，且當時的鹿

耳門港道尚淺，沙汕重疊，大船進出相當困難危險，所以這條水道並沒有引起荷蘭當局

太多的重視，也不甚防備，以至於讓鄭成功有機可乘，由此進入並登陸北線尾島。 

二、鄭氏時期的鹿耳門 ──「鹿耳門? 臺」建置之濫殤 

鹿耳門因鄭成功的登陸而名耀青史。「鹿耳門」也由最早的北線尾島北方港道之名

延伸為村名，含義擴大，到了後來更替代北線尾而成為島嶼的全稱。 

考荷蘭末期鄭成功入臺之際，鹿耳門港道僅能通行小船，大船無法出入。據楊英《從

征實錄》稱： 

（永曆十五年）四月初一日黎明，藩坐駕船即至臺灣外沙線，各船魚貫絡繹 

亦至。辰時天亮，即到鹿耳門線外。本藩隨下小哨，繇(由)鹿耳門先登岸， 

踏勘營地。午後，大船齊進鹿耳門。先時此港頗淺，大船俱無出入，是日水 

漲數尺，我舟極大者亦無□□，□天意默助也。（6） 

又據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卷二云： 

（永曆十五年）四月初一日天明，賜姓至臺灣外沙線，各船絡繹俱至鹿耳門 

線外。此港甚淺，沙壇重疊，大船從無出入，故夷人不甚防備。是日水漲丈 

餘，賜姓下小船，由鹿耳門登岸。午後大舯船齊進，泊水寨港，登岸紮營。（7） 

可見當時的鹿耳門確實沙汕太多、港道太淺而不利大船航行。 

鄭氏治臺後，鹿耳門港道的情況如何？據〈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9）（以下簡稱

〈軍備圖〉）之「山川險要水路島嶼」項，對於當時的「鹿耳門」有如此的記述： 

入鹿耳門由此港進，此港原只有柒尺深，至偽藩過臺灣之時，其港底之沙流

開則有壹丈柒尺深。 

其所記指出鹿耳門港道跟鄭成功入臺時並無顯著變化，依舊「柒尺深」。不過，文中指

出鄭成功率軍入鹿耳門港時，港道並非潮水特別高漲，而是因為流沙受潮流沖開濬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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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此種說法是否正確值得重視。 

跟鹿耳門有密切關聯的港道南岸之北線尾，〈軍備圖〉則云： 

此地名北線尾，搭草屋數間，設官把守，並盤詰往來船隻，此岸名海翁線，

入鹿耳門內自此一條線內可以泊船，線外則大海⋯⋯（臺江內海）一帶可拋

泊船千百隻，但北風時，其船甚搖擺，至偽承天府前尚有壹里淺地，若海水

大潮則直到偽承天府前。（10） 

另在「圖記」上繪有一座「小砲臺」在北線尾上。（11） 

根據這張〈軍備圖〉來研判，可以看出下列的若干狀況： 

（一）鄭氏領臺後，北線尾島北端已逐漸向北延伸，南端則逐漸沉沒。 

（二）鹿耳門港道南岸新淤積的土地已較原北線尾沙汕為高，因此才得以搭建草屋數間 

。而北鹿耳門港道雖因海底流沙變化而時深時淺，但普通船隻已多由此港道進

出，所以才要設官把守並監視盤詰往來的船隻。 

（三）臺江東岸靠臺灣本島的海岸線已逐漸向西延伸，因此，在鄭氏據臺後不久，赤崁

樓（即承天府）已離海岸有一里之遠。 

      （四）鹿耳門已替代漸被流沙淤積的大員港，（12）而成為明鄭的咽喉，所以鄭氏必須在港

道南岸的北線尾之北端設置「? 臺」以為把關；而這座? 臺，無疑的就是「鹿耳

門? 臺」建置的濫殤。 

三、清代的鹿耳門? 臺 

（一） 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以前的鹿耳門? 臺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清廷將臺灣納入版圖，從此海峽兩岸暢通無阻，

臺灣的墾拓自然更為方便和發達，一波波的移墾民，一艘艘的船隻，往來於大陸

與臺灣之間。在這當中，臺灣府城因行政、經貿、港道的緣故而最為重要；但是

過去眾船停泊的安平大港，卻因沙汕積聚的結果，港道變得既淺又狹窄，大船已

無法進出，變成小船停泊的地方，（13）鹿耳門便取代了大港的地位與功能，蔣毓英

《臺灣府志》卷之十〈扼塞〉項就很清楚地指了出來，書云： 

當大津之衢，而扼其吭者，鹿耳門是矣。（14） 

於是清廷承襲明鄭置兵扼守之舊制，設「鹿耳門汛」，置把總一員，兵四十名。（15） 

到了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鹿耳門的重要性更上一層樓，成為臺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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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喉。高拱乾纂《臺灣府志》，〈海道〉條云： 

今之往來船隻，必以澎湖為關津，從西嶼頭入，或寄泊峙內、或媽宮（二 

者北風寄泊最穩處）、或八罩、或鎮海嶼（二者南風寄泊最穩處），然後 

渡東吉洋（即甘吉），凡四更，船至臺灣，入鹿耳門，則澎湖乃臺灣之門

戶，而鹿耳門又臺灣之咽喉也。（16） 
再據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來臺辦理採硫的郁永和所撰的《裨海紀遊》 

記：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晨起⋯⋯望鹿耳門，是兩岸沙角環合 

處；門廣里許，視之無甚奇險，門內轉大。有鎮道海防盤詰出入，舟人 

下椗候驗。⋯⋯蓋鹿耳門內浩瀚之勢，不異大海；其下實皆淺沙，若深 

水可行舟處，不過一線，而又左右盤曲，非素熟水道者，不敢輕入，所 

以稱險。（17） 

綜上所記，可以瞭解鹿耳門港道何以稱險及其形勢之重要。因此，除設有「鹿

耳門汛」之外，在鹿耳門口駐有「鎮道海防」的人員來檢驗進出的人。 

除了檢稽進出的船隻及人員外，為了鞏固海防，維護府城的安全，鎮嚇不法

之徒，清廷也選擇在鹿耳門港口架設墩臺。據高拱乾《臺灣府志》卷四〈武備志‧

水陸營制〉及〈墩臺〉條記： 
⋯⋯一、輪防鹿耳門汛（係報部三營官兵按月輪防）：千總一員、步戰 

守兵二百名，戰船二隻，⋯⋯墩臺，一在安平鎮鹿耳門港口。（18） 

以此墩臺來扼制港口發揮咽喉鎖鑰的作用。 

清初的這種墩臺，其形制仍襲明代的方式，係以黃土堆砌再以磚包砌而 成，

如在多石塊的地區則也有用石塊壘砌而成者；其形制和規格尺寸大小，則視其建

造的位置之高低而有不同。通常的形狀是下面大、頂面小的方形臺體，一般高度

為九點二公尺，臺的長度為而十二點三公尺，寬度為十點五公尺。（19）明代的衛、

所城寨之間，為了防守、警戒、聯絡和報警，沿海依地形普遍築有這種墩臺，進

入清代則仍然沿用，在臺上安置紅衣炮等各式大小銅鑄炮。 

鹿耳門雖然是臺灣之咽喉，但清廷並未立即建造? 臺，一如上述只架設墩臺

這類較為簡易的工事。這種狀況直到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才改變，於墩

臺之外創建新? 臺二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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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臺灣縣志》卷四〈武備志‧墩臺〉條記： 

鹿耳門：?臺二座（康熙五十六年奉文築造，安?十位。水師三營輪撥 

千總一員，帶兵防守），墩臺三座，望高樓一座。（20） 

在這處海邊的口門上，建造兩座? 臺，安放十門大?，還置有墩臺三座，望

高樓一座，並且撥千總一員帶兵防守。這樣的配備與設計，放眼清初臺灣的諸?

臺，無疑地是最具規模了。這樣的規模我們也可以從完成於康熙五十九年的《臺

灣縣志》輿圖中所繪的「鹿耳門? 臺」看出這個重要性與氣勢來。 

又，鹿耳門? 臺何以認定創建於康熙五十六年的這一次建造？如果我們觀察

並比較這一次在臺灣縣所建的十六處? 臺，就可以發現新建的? 臺如鹿耳門、柴

頭港海口、鯤身蟯港汛、鯤身頭汛等四地，都僅註明「康熙五十六年奉文築造」，

但如果是重新建築的，如澎湖的新城東港口、挽門澳、水垵澳、將軍澳等? 臺，

便都一律註明「原有基址；康熙五十六年奉文重修」；這裡的「原有基址」與「奉

文重修」正好提供了「鹿耳門? 臺」是「創建」於康熙五十六年的佐證。 

另外，清廷何以在將臺灣納入版圖三十三年之後，才改善鹿耳門的設施，安

置?臺？這與當時的鹿耳門港道之變化以及往來府城之交通、軍事的重要性息息

相關。 

康熙末年的鹿耳門港道相當狹窄，「僅容三舟」且「左右皆沙石淺淤」（21），而

港內則是水師戰船、商民舟楫止宿之地。因此，敵人一旦入港，安平必失，安平

一失則港內舟楫出海之路被斷，敵人即可據安平而抗府治並號令南北二路絕依附

之門，是故敵一入鹿耳門，那麼臺灣的防務就危險了。這種形勢已被巡臺的黃叔

璥看了出來，所以，他稱鹿耳門是「臺灣的內門戶」，更是「用武必爭之地」，認

為「觀臺灣之形勢，而必講明於得入鹿耳門之要為最急」。（22）就因為是臺灣的內

門戶、郡治的咽喉、用武必爭之地，因此才得以擁有? 臺兩座、大? 十門、守兵

三百名等重裝備。 

但是，這一規模不小的? 臺，竟毀於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事件的戰役。據謝金

鑾《續修臺灣縣志》卷四〈軍志‧軍官〉「林亮」條： 

林亮，字漢侯，福建漳浦人也。⋯⋯康熙辛丑夏，臺灣土賊朱一貴作亂， 

竊據全臺，⋯⋯水師提督施世驃⋯⋯以亮膽識超群，忠勇出眾，委為前 

隊先鋒，領舟師五百七十人，自澎進發。六月十有六日黎明，大師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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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耳門外。賊目蘇天威，據鹿耳門砲臺，發大砲以拒我師，百千奔雷，飛

轟海面。亮奮勇爭先，以六艦冒死直進，盡銳攻擊；遙望砲臺火藥桶堆積

如山，命施巨砲，專攻其火藥桶，中之，火起，烈焰沖天，燔斃賊不可計

數。賊眾大敗。奪取鹿耳門砲臺，焚賊營壘，乘勝進攻安平鎮。（23） 
據此可知，這座創建於康熙五十六年的鹿耳門? 臺，於六十年四月朱一貴之

變時為朱將蘇天威所據，同年六月施世驃命林亮進擊，以巨砲擊中? 臺的火藥桶

並引起大火。因此，一直到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才由林亮這位當年奪回? 臺

的英雄加以重修，並新增若干裝備與設施。 

林亮重修鹿耳門? 臺後安置的大? 與裝備，非常難得地保留在史料裡。黃叔

璥《臺海使槎錄》卷二〈赤崁筆談‧武備〉條記： 

鹿耳門?臺，今圯。?十五位，中、左、右三營各五位；以木架之，中

有一樞，隨向轉動，名曰轉輪?。雍正甲辰，總兵林亮新修?架，上橫

梁前後各長四尺，中實三尺，下橫梁前後各長五尺，中實三尺，上下直

梁各長四尺，梁柱各五寸，四方直柱各高四尺，接筍處俱裹以鐵，下坐

板厚三寸、橫八尺、闊七尺，柱腳木九根，圍一尺八寸、長五尺、入地

四尺五寸。蓋以木為之，如屋頂式，可以避風雨剝蝕；兩邊用環勾牽，

然?時掀下極易。（24） 

顯然地，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林亮所新修的鹿耳門? 臺已經沒有厚重的

「臺」這一建築結構，而改用上述以木架? 的「? 架」架上十五門「轉輪?」。 

林亮為何不按原型重建? 臺而改用? 架？這跟當時鹿耳門的地質有直接的關

係。? 臺所在舊稱北線尾的土壤是以長期沉積的自然沙質為主，再經過地質演變

而形成的沙汕陸埔，這種地質潮濕鬆軟，不利於構築粗重的? 臺，林亮當時已看

出這個缺陷，才改良了這種可以在沙土上運作的木質「? 架」，以取代傳統的? 臺。 

這種不築? 臺而以? 架取代的做法，不久之後，也應用在同質性的安平。雍

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年）閩浙總督郝玉麟就是因為「安平地方，潮水易長，土鬆

難築? 臺」而奏准「倣照鹿耳門之式，設立? 架七座，以資捍衛」（25）。可見以木

質? 架架? 是清雍正年間用來適應或克服臺江內外的沙汕或海埔新生地土質鬆軟

的一種有效而務實的方法。 

因為鹿耳門形勢險要，又是防守入臺的要地，清廷乃於雍正八年（一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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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將海防廳移駐該處，用以稽查入出人船。（26） 

鹿耳門這種新制的海防設施，自雍正二年迄道光九年（一七二四年至一八二

九年）的百餘年間，並無多大變化，僅於水師中營鹿耳門汛設有? 架八座，水師

右營鹿耳門汛則有? 架七座（27）共十五座做為防守鹿耳門而已。推原其故，還是因

為鹿耳門口水勢浩漫，南北二汕海上浮沙易於陷沒，無法建造? 臺，也無處可設

營汛的關係。所以，雖然在嘉慶年間，因為蔡牽多次侵擾鹿耳門的緣故而有重新

建造? 臺之議，但也就因為上述的緣故，最後僅能添造梭船三十隻加強海防而已。 

（二） 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以後的鹿耳門? 臺 

鹿耳門自荷鄭以來就號稱天險。這個天險又可分外險與內險。所謂外險是指

船自外海來到此地要進港道時，不但波濤浩瀚不見口門，水底的沙汕橫亙其下，

船隻一經擱淺，立即破碎，而且港門深僅丈餘，航行期間，非先插標乘潮無法進

出。至於內險，則是指通往臺江內海的港道內有出水沙線兩道，橫亙南北；南線

就是北線尾，為入郡咽喉，北線名海翁隙，其內可泊大船，水深浪湧，舟不能近，

無法登陸，因為其險要之處在於港道之內，故稱為內險。 

這個臺灣府城的天險港道歷經清初百多年之後，至遲到了嘉慶年間已有了不

少的變化。據嘉慶十二年（一八○七年）謝金鑾纂修的《續修臺灣縣志》，已將鹿

耳門港道南岸原稱北線尾的島嶼改稱為鹿耳門嶼，同時將北線尾這個名稱改成稱

呼以前鹿耳門口北岸的沙汕了，此與乾隆以前以安平大港的北邊稱北汕，而南邊

稱南汕已經不同。可見當時的島嶼、沙汕、港道等都有若干的變化了，不過做為

郡城咽喉重地的地位則仍然沒有改變。（28） 

這樣的形勢，到了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因為七月的一場大風雨而有所改

變，洪水挾帶內山大量的土石泥沙，淤塞了臺江內海。起先是「軍工廠一帶沙淤，

廠中軍艦不能出入」，再經三個月之後，情況更為嚴重，原本可容千艘兵船的內海

已變成了陸埔，真正是滄海變桑田。這兒就是我的家鄉──臺南市安南區。 

據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姚瑩《東槎紀略》卷一〈議建鹿耳門砲臺〉引述

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總兵觀喜、署道方傳穟、署府鄧傳安上議建鹿耳門? 臺

所記： 

⋯⋯乃十月以後，北自嘉義之曾文、南至郡城之小北門外四十餘里，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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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洲仔尾海岸、西至鹿耳門內十五、六里，瀰漫浩瀚之區，忽已水涸沙

高，變為陸埔，漸有民人搭蓋草寮，居然魚市。自埔上西望鹿耳門，不

過咫尺。北線內深水二、三里，即係淺水，至埔約五、六里。現際春水

潮大，水裁尺許，秋冬之後，可以撩衣而涉。自安平東望埔上魚市，如

隔一溝。昔時郡內三郊商貨，皆用小船由內海驟運至鹿耳門，今則轉由

安平大港外始能出入。目前如此，更數十年，繼長增高，恐鹿耳門即可

登岸，無事更過安平。則向之所謂內險，已無所據依。北路空虛，殊為

可慮！（29） 

雖然臺江內海海道變遷，鹿耳門內的形勢也已經變化。但上引三位官員仍為

府城百年之計，建請於鹿耳門南線天后宮一帶建造新的? 臺，並且圍以土堡，以

堡衛兵，以兵衛堡，使巡防鹿耳門的兵有所依據，從而使鹿耳門仍可當做府城北

路之要衝。可惜這個建議仍因鹿耳門一帶土質鬆軟不能建造? 臺而沒有被接受。   

道光三年之後的鹿耳門雖然逐漸被安平大港、四草湖、國賽港等取代了功能，

但是，它與安平、府城西門外互為犄角，仍然是府城的一環，也是府城米糧財貨

積聚的地方，且鹿耳門為淡水所在，向為眾船所汲取，當然在戰爭時也是敵人所

覬覦的地方。因此，鴉片戰爭時，姚瑩為了防堵奸民接濟英軍水米、偷運鴉片，「委

前署蘭廳閻令為總巡，持令會同水師所派左營千總梁鴻寶，督帶兵役，專駐鹿耳

門內，防守策應，南北兩路，分頭巡緝。」（30） 

（三） 鹿耳門? 臺的沒落與淘汰 

臺江內海自道光三年的那場大風雨後，除因水涸沙高變為陸埔之外，鹿耳門

港道也因經常河水泛濫致溪道紛亂，鹿耳門口終成今曾文溪的出海口，這個口門

雖如前文所提的仍有若干的功能，但終因淤塞而使昔日的天險變成廢口。 

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年）九月，姚瑩為防英軍侵臺，奏議〈臺灣十七口設

防圖說狀〉於〈府城〉條記： 

⋯⋯鹿耳門距四草不及五里，在昔號稱天險，自道光三年淤塞，今口已

廢，水深不過數尺，小船亦難出入。姑築?墩五座，設?四位，⋯⋯設

有警，即行堵塞。（31） 

姚瑩不僅沒有考慮建造新的? 臺，連? 墩也以「姑築」的心態進行，並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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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警之時就將港口堵塞算了。 

次年（一八四一年）九月，姚瑩另奏〈臺灣不能堅壁清野狀〉又記： 

⋯⋯安平之北⋯⋯過四草五里，則鹿耳門廢港，用石填塞。（32） 

可見在道光二十年或二十一年之際，鹿耳門淤塞的情況並無改善，其機能與

地位也無法恢復，姚瑩終因鹿耳門久非商船之所出入，竟以塞之為是。（33） 

鹿耳門的發展，到了同治末年更被打狗所取代。據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

丁紹儀撰《東瀛識略》卷五〈海防〉條記： 

臺灣孤峙海東，非舟莫達。初止鹿耳門一口，沙堅如鐵，港道紆迴。樹

標水中，以誌淺深，名曰盪纓。兩舟不能並駛；稍不慎，衝擱沙線，舟

立碎。門內為安平鎮，設重兵扼守，夙稱天險。百餘年來，淤沙擁塞，

安平至郡已可陸行。海舶到臺，多泊百里外之國賽港；另易小舟，盤運

而進。⋯⋯昔險今阻，不同如是。海舶往來，遂不赴鹿耳，而趨打狗，

桑田滄海，於此可徵。（34） 

鹿耳門終於難逃自然的淘汰而走入了歷史，清末的三十年也未見再設? 臺或

其他海防設施。 

 

參、四草? 臺建置始末 

 

一、四草的歷史沿革 

清代臺灣府城西側隔著臺江的安平，其外海之南北原有一線沙汕連環拱抱而成此一

臺江內海；這條沙汕的中央有一道缺口，即安平大港，俗稱安平口，荷據時期，巨舟都

從此入泊于臺江。這一缺口又將沙汕分成南、北兩汕，南汕以安平（即一鯤身）為起點，

向南延伸共有七個島嶼；北汕則以四草為首，向北延展經鹿耳門至海翁汕。南北汕參差

斜對，西瀕外海，東護臺江內海，是府城之關鎖，海防之要衝，其形勝之重要，已在前

文敘述。 

可是，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七月的一場大風雨後，海沙驟長，海道變遷，浩瀚

臺江變為陸埔，鹿耳門形勢大異，不但安平與府承接壤，原來的臺江也形成了四草與鯤

身南北兩個湖；四草湖海口與安平斜隔大港，其外水勢寬深，臺灣大商船自內地來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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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泊在此。 

自道光以迄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牡丹社事件發生，四草湖不僅是府城重要口

門，更具拱衛府城之要地。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年）中英鴉片戰爭發生，波及臺灣，

臺灣道姚瑩為了防止英軍入侵，奏建四草? 臺於四草湖的北岸，與南側安平、二鯤身?

臺互為犄角以衛臺灣府城與安平大港，可見其重要性，同時，也印證了過去二百年拱衛

府城安危的鹿耳門及其? 臺已轉移到四草湖及其? 臺。 

「四草」是指今臺南市安南區四草里。這裡有一座「四草? 臺」位在四草里鎮海國

民小學之內，是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年）臺灣道姚瑩所建，用以取代已沒落的鹿耳門

? 臺。 

    「四草」里名的由來，據臺南市政府編印的《臺南市區里簡介》〈安南區〉云： 

本里古稱北線尾，其港稱北港。自鄭成功登陸後，始陸續有移居，當時有人

發現山丘上有四株奇異的樹，析斷莖中間是賜福的草，性質類似保麗隆，因

而稱之為四草。（35） 

是否真有四株奇特的樹已難考據，而最早出現「四草」這個名稱的文獻是清乾隆十七年

（一七五二年）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纂的《重修臺灣縣志》卷二〈山水志〉所記： 

北線尾嶼，在鹿耳門之南，壤接鹿耳門。其西南有四草嶼，東南即安平鎮大

港。（36） 

顯然當時的四草是一個島嶼，位在北線尾的西南方，與安平共扼大港。 

    《重修臺灣縣志》雖有提及「四草嶼」，然而所附的〈臺灣縣全圖〉中，並未繪出

四草嶼的圖形或標示。但是，雍正初年撰的《清初海疆圖說》的〈臺灣圖說〉中，在安

平鎮之北，北線尾嶼之間，有一個無名小島位在大港與小港之中，這個小島是否就是「四

草嶼」，就很值得注意了。到了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蔣元樞在《重修臺灣各建

築圖說》中的〈修築安平石岸圖說〉就清清楚楚地標示「四草」，並繪有草叢或樹叢之

類的植物，應該有它的用意。嘉慶十二年（一八○七年），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

一〈山水〉條記： 

鹿耳門嶼：在邑西北三十里大海中，浮沙橫亙，形如鹿耳尾，迤南為四草嶼，

首枕北為鹿耳門。（37） 

祇記方位，未見什麼變化，在海防軍事上也未見鹿耳門有何重要性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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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草的發展與臺江的變化密不可分。臺江自雍正初年至道光三年的一百年間日漸淤

積，曾文溪、鹽水溪等新河系出現，河道又因山洪而經改道，排沙淤積形成陸埔及許多

鹹水湖；新形成的鹽水溪流注於臺江未被淤填的部分，於是形成四草內海與安平斜隔大

港。臺江淤塞、鹿耳門沒落的同時，安平大港口的淤沙反而逐漸流開，恢復成為府城對

外交通的要口；而與安平對峙的四草，則成為共同防守大港口門的要地。姚瑩上〈臺灣

十七口設防圖說狀〉即云： 

四草海口。四草與安平斜隔大港，即北汕之首也。其外水勢寬深，臺灣大商

船自內地來，皆停泊於此。俗名四草湖。（38） 

可見，到了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年）四草已經從無甚緊要的小島，變成扼守安平大港

口北岸的軍事要地。 

二、四草? 臺的創建 

    道光二十年庚子（一八四○年）清廷為了防堵英軍，調派鄧廷楨為閩浙總督，全力

部署防務。鄧氏於七月初八日（丙申）奏稱： 

至閩洋緊要之區，以廈門、臺灣為最；而臺灣尤為該夷歆羨之地，不可不大為

之防。（39） 

同年九月，臺灣道姚瑩於完成臺灣南北路海口的會勘及查核後，上呈〈臺灣十七口

設防圖說狀〉，指出臺灣最要及次要海口十七處： 
安平大港口、四草海口、鹿耳門、郭賽港、二鯤身、打鼓港及東港、香山港、

竹塹、滬尾、大雞籠、蘇澳。（40） 

四草? 臺就建造於四草海口。姚瑩並於狀中說明四草海口的特性： 

四草海口。四草與安平斜隔大港，即北汕之首也。其外水勢寬深，臺灣大商

船自內地來，皆停泊於此。俗名四草湖。遙望安平，約十里。（41） 

由於四草海口水勢寬深，與安平共扼大港，姚瑩因而特別指出郡城三處要口之一： 

統計現在勘辦臺灣郡城要口三處，曰安平大港、曰四草、曰國賽港。（42） 

而從前統稱「天險」的鹿耳門，則「自道光三年來，已成淤廢，商船不能出入。」（43）故

淪為次要，這就是? 臺建造於四草的主要原因。 

    四草? 臺自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年）初創至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年）僅三十年

的歷史，但細究其? 臺的結構，實可分為? 墩式的? 臺與石造式的? 臺兩種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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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階段。 

（一）? 墩式的? 臺 

         四草? 墩式的? 臺是因為鴉片戰爭的需要建造的。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年）

六月，英船首次侵犯鹿耳門口，姚瑩立刻向閩浙總督請造大號戰船，七月，又上

〈防夷急務狀〉，條陳防夷急辦的事項。同時他也了解英軍船堅? 利，攻擊設備未

齊之下，勢難戰勝於海上，因此主張「目下要務，自當保固藩籬，守定而後議戰」（44），

並上呈〈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說明四草? 臺的規模與佈置的方式： 

四草海口⋯⋯俗名四草湖。遙望安平，約十里，築?墩十座，連長三十

丈，設一千五百斤?二位、一千斤?三位、八百斤?二位，墩外挖濠溝，

寬一丈二尺、深一丈、長四十丈，濠溝內布竹籤二萬枝，外備釘桶八百

箇、釘板八百塊、鐵蒺藜二萬枚，臨時應用。派外委楊金標帶目兵八十

九名，文員興隆巡檢李清溎帶鄉勇二百名守之。（45） 

這是當時姚瑩在四草所設計的? 墩，但姚瑩在同一的「圖說」中對於? 墩的建造

方法則有些差異。姚瑩稱： 

至所築?墩，仿照憲臺奏明?袋貯沙之法，更以竹簍貯沙為之，稍為耐

久。其上仍用?袋為垛口，高一丈、厚一丈，長自十丈至三、五十丈不

等。⋯⋯惟於?墩外，加樹大麤竹筒，長一丈五尺，埋地五尺，其上一

丈，竹節打通，中灌以水，編連排插重重，以為外護。夷?雖猛，穿沙

較難，見水亦可減力矣。更令多備牛皮、網紗、棉被，隨時以避鎗?。

又於?臺、?墩要隘，挖寬 一丈二尺、深一丈濠溝百數十丈，製備釘

筩、竹板、鉤鐮、鎗棍六千四百餘件，鐵蒺藜十萬三千餘箇，竹籤十三

萬二千餘枝，以備夷人登岸之用。（46） 

比較之下，可見四草? 臺的? 墩在設計上是簡單了不少。 

這座在「急務」下完成的? 臺，創建於何時？據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

正月初四日姚瑩所稟的〈臺灣防夷經費請作正支銷狀〉云： 

自九月初一日起，各口一律防堵，至年底止，鄉勇屯丁陸續減撤，時經

四月，地盡全臺。（47） 

     故四草? 臺應於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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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造的? 臺 

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八月英艦攻擊雞籠? 臺，雙方激戰後，雖然擊

沉英艦，但二沙灣? 臺的兵房也被毀，因此，為了加強臺灣的海防以禦英軍的?

擊，姚瑩乃「在滬尾添設石? 臺一座，雞籠? 臺改築石? 臺，臺左右添築石牆。」
（48）這種較堅固的石造? 臺也用到了四草? 臺。姚瑩〈臺灣不能堅壁清野狀〉中

云： 

安平之北，隔港六里為四草，亦砌築石填夾牆七十餘丈，內設兵勇位，

以防敵人佔據。（49） 

顯然四草? 臺已從急務下創建的? 墩形式，改進為較堅固而永久性的? 臺，同時

也加大了? 臺的規模。這座較堅固的石造? 臺，到了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

二月，姚瑩又再添加若干的設備，強化了? 臺的威力。《東溟奏稿》卷之三〈遵旨

籌議覆奏（夾片）〉云： 
      四草與安平大港對峙，安平為重兵所在，而以偏師扼守，四草港內復 

製大木排四座，上架大?攔截港門，更製二丈長大木鑽數百枝，上安大 

銕鑽帶鉤，貫以籐條，橫浮水上，以罣其船。（50） 

三、四草? 臺的廢棄 

四草? 臺建成後，與安平的「紅毛城? 臺、大港? 臺、天后宮? 臺、安海頭? 臺、

灰? 尾? 臺」（51）互為犄角，共扼安平大港，同時也與鹿耳門、國賽港、二鯤身諸? 臺形

成臺海府城西方的海防陣地。但自從臺江內海浮覆成陸埔後，新生地的發展仍未停止，

且道光七年（一八二三年）臺灣道孔昭虔又出示招墾，更加速了此地的淤塞。 

到了同治年間，國賽港至鹿耳門、四草湖間的航運需另換小舟或開鑿運河行以竹

筏。（52）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丁紹儀撰《東瀛識略》卷五〈海防〉條云： 

臺灣孤峙海東，非舟莫達。初止鹿耳門一口，沙堅如鐵，港道紆迴。⋯⋯門

內為安平鎮，設重兵扼守，夙稱天險。百餘年來，淤沙擁塞，安平至郡已可

陸行。（53） 

可見，安平、臺南之間原有的內海已完全淤填，兩地之間已形成一條公路供通行。光緒

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唐贊袞撰《臺陽見聞錄》〈安平修路〉條云： 

安平公路，不測風潮，倘不隨時修補，須費浩繁。公議：每年小修一次。（54） 

顯然安平公路已經成為安平與府城間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是時四草湖已失去海防重



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二十期】  
 

 44 

鎮的功能與地位。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二月，胡傳奉臺灣巡撫邵友濂之命，以全

臺營務總巡的身分查閱全臺營務，包括安平、鳳山、恆春、臺東、花蓮、新竹、臺北、

滬尾、基隆、澎湖、蘇澳等地，計三十一營、二十八哨。他將巡查的經過撰成《臺灣稟

啟存稿》三卷，其中〈光緒十八年五月十六日申〉條記： 

除卑職前於四月初一日在安平城內、五月十一日在楠仔坑阿公店及此次在灣裡

街查閱外，尚有前哨八隊一棚駐安平西二十五里之四草湖，距灣裡街六十里，

未能繞路往閱，合併聲明。（55） 

以查閱全臺總巡的身分與任務，胡傳竟以「未能繞道」為由而不前往巡查，可見四草湖

已今非昔比，故駐軍也僅祇一棚（按一棚十四人）而已。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五月，劉永福為了抗拒日軍，將「嘉義陳羅原紮之翊

安三營，調駐四草湖」（56），這是四草湖最後一次的駐兵，隨著劉永福的內渡，四草湖的

海防機能與價值也驟然消失，? 臺遂走入了歷史而告廢棄。 

 

肆、小結 

 

清初的臺灣海防著重在防制內亂與緝盜以求杜絕禍害，清廷之於海防乃在於加強此

事始能制臺與治臺，特別是朱一貴事件後的雍乾年間，清廷在臺灣的整個西部口岸約建

造了三十多座的海防? 臺，初始即以鹿耳門為府城最重要的門戶重鎮，於是有了各式的

? 臺。但是，清廷並未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迨至鴉片戰爭爆發波及臺灣之際，英軍挾

船堅炮利以壓境，臺灣的海防? 臺乃有了更新變化，海防工作上也被迫由防內亂變更為

防外患。 

同時，臺江內海也在這個時間有了急遽的變化。內海變陸埔，鹿耳門與府城之間的

交通、重要性都改變了，稍南的四草取代了鹿耳門，府城的第一門戶稍為南移並與安平

本島接近，四草與安平共扼進出府城的港道，? 臺位置的選擇，? 臺形制與規模等也都

發生變化與演進。 

海防? 臺的設置是用來扼制重地發揮咽喉鎖鑰的作用，? 臺位置的選擇與考量也與

當代的整體海防觀念、海防需求以及地形地貌地質、港道的變化等息息相關，故臺南府

城的興衰，可以從其海防? 臺的建置變遷始末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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